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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方叙事空间中的地方依恋
1
 

董晓平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摘 要】：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它主要体现为人与地方之间的一

种特殊情感联结。地方书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可以运用地方依恋进行重新阐释更能够

作为研究论证的重要依据之一。方方对武汉进行的地方书写在三个层面上重新分割了其文本的叙事空间：作为原乡

符码的地理空间；作为日常俗世的文化空间；作为历史记忆的政治空间。 

【关键词】：方方  叙事空间  武汉  地方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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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地方书写是一个代表作家极具地缘性的创作方式之一。地方书写不仅成为作家表达个人对特定地

理空间的感情与思考的一种文学方式，更成为一种展现不同地域文化差异性的重要文化文本之一。对于地方空间的文学叙事表

现出人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恋，这种人地关系的情感依恋就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地方依恋(placeattachment)。

这个术语在西方学界已经横跨不同学科形成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在心理学层面上，地方依恋主要指称“与地

方依恋的行为成分是指与地方依恋有关的行为及行为倾向”，“地方依恋的认知成分是建立在对地方的感知觉、记忆等认知过程

基础上的态度、判断、信仰、价值观以及地方的象征意义。”
[1](p87)

 

在人文地理学层面上，西方学界主流看法是“所谓地方依恋，即人和某一对他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之间基于情感，认知，行

动的一种纽带关系，由地方依靠和地方认同两部分组成，其中地方依靠反映的是当地的休闲设施对于提高人们的精神愉悦的重

要功能;地方认同是一种精神性依恋，指某个特定地方被认为是人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并对其持有持久浓厚的情感。”
[2]（p44)

 

不论是心理学或人文地理学层面上对地方依恋的定义，其中人地关系的核心部分是情感联结。在文学叙事中文学与人之间

的重要联结也是情感表达，所以在文学叙事空间中展现出地方依恋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地方依恋主要表现为作家对于生活空

间的强烈情感认同，也即地方认同。对于地方书写而言，方方对于武汉的描写充满一种不同于池莉的文人式叙事空间建构，她

笔下的文学空间将人地之间的情感联结予以反复展现，在她的叙事空间中展现出一种人地关系的地方依恋。 

方方对武汉进行的地方书写在三个层面上重新分割了其文本的叙事空间:作为原乡符码的地理空间;作为日常俗世的文化空

间;作为历史记忆的政治空间。基于此，本文在对方方的叙事空间进行文本细读与重释中，试图找出其关于地方依恋的具体文学

表达，找出重解方方创作的新视角，以及这个术语概念对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武汉:作为原乡符码的地方情感 

对于作者而言，地理空间不仅是其生存生活的物质基础，更是其表现精神世界与生活感悟的重要文化载体。文学叙事中的

地理空间多表现为作家对特定地点的反复描述。莫言对山东高密的描绘与痴迷，贾平凹对陕西秦地的眷恋与崇拜，迟子建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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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村的歌颂与回味，苏童对江南水乡的雕琢与反思等。不同地域不同性别的作家都通过文学文本表达出自身对故乡的眷恋，或

者生活居住地的浓厚眷恋。 

纵观这些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它们具有鲜明故土色彩的地方空间。这些出生并成长于故土的作家，他们在表现乡恋方面浑

然天成。作家方方笔下的武汉，作家一方面十分厌弃武汉的种种弊端比如市民气息、码头文化、粗俗语言等;另一方面她十分迷

恋武汉的山水环境，融合南北的地方美食，生活节奏与气息等。武汉，对于祖籍江西，出生于南京，生长于此的方方而言，它

成了一种故乡的综合体。“与我的老家江西和我的出生地南京相比，它已经是我真正的家乡了。我想拒绝都不行，我不想喜欢它

都不行。”
[3](p292-293)

所以，相对于她真正的祖籍江西与出生地南京而言，武汉成了一种情感与精神上的原乡即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归

属地。作家通过描写它的美丑，平凡与厚重来表现出一种对武汉的复杂情感。 

对她而言，武汉不仅体现出她的一种第二故乡的依恋，更体现为一种对精神原乡的符码重建。“武汉是方方小说的物质基础

和物理空间。”
[4](pl33)

在文学叙事空间中，方方的这种原乡情感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地名的直接表述;地方建筑的渐变勾画;地方

语言的雅俗杂糅。 

第一，地名的直接表述。它建构了武汉作为方方叙事空间中重要的精神原乡的语词符码。 

地名的更迭主要展现了城市的变迁轨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市居住者的精神变化。对武汉的文学书写，作家将其作为第

二故乡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描写。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以及《汉口租界》等书或文章中提及了她对汉口地名变迁以及历史事件

的回顾，其详实的史料更成为武汉地区的重要文史资料之一。“当作家以汉口市民为描写对象时，自然进入了汉口文化那粗俗市

侩的生命状态：以吃喝拉撒睡为程序，以逗情骂俏为娱乐方式，以挣得一丝一毫的实利为目的，以粗俗凶蛮为手段。于是，作

家真实的描摹与人物生命形式同构。这就是不做任何情感裁判的零度感情，不做任何艺术裁剪的原生态作风，”
[5](p270-271)

李俊国先

生对方方小说中出现的汉口文化以及文本样态的管窥十分有理据。对于方方曾经工作过的汉口片区而言，这不仅是她试图返归

的带有沧桑感的地标性文化区块，更成为其重要的精神原乡。 

在《万箭穿心》中，李宝莉作为汉正街的女“扁担”，在繁华且拥挤的汉正街——汉口商业文化的核心符码中被残酷的对待。

汉正街成为分裂李宝莉生活的一个重要界限，它连接着她曾经安稳且幸福的生活，也连接着底层辛苦且残酷的生存。汉正街成

为她谋生的重要地理空间，也成为她被儿子抛弃，公婆嫌弃的一种精神依靠。作家不仅在小说中将汉正街作为一个地名进行了

人物图谱式的概述，同时也展开了她对于李宝莉在底层生活悲剧的重要地理空间的精心选择。所以，汉正街成为一个带有强烈

地方情感的地名，也成为作家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符码之一。 

第二，地方建筑的渐变勾画。它建构了武汉作为方方叙事空间中物质原乡的实体符码。 

在不同地理空间中，地标成为一个具有鲜明代表性的重要文化载体。它一方面承载了城市变迁的厚重历史，另一方面也展

示着城市内在精神的文化表征。所以，作家选取了具有强烈地方性，同时能够表现出物质原乡的实体对象。方方对于武昌与汉

口的诸多地标都信手拈来，比如昙华林，民众乐园，珞珈山，球场街的“河南棚子”等，这些出现在其文学文本中的地方建筑

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带有历史沧桑感变迁的历史建筑，比如珞珈山，晴川饭店；另一类则是具有鲜明文化性的文化建筑，比

如民众乐园，具华林等。这两类建筑都是方方笔下重要的物质原乡，它们承载了作家对于特定时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在《春天来到昙华林》中，她写道“昙华林夹在武昌城边的两座山间。山并不高，但也足够挡住人视野。一座山叫花园山，

一座叫螃蟹岬”。昙华林，螃蟹岬这些耳熟能详的武昌地标，不仅是武汉文化空间建构的重要部分之一，同时也成为武汉文化的

标志性符码。方方对诸如这样的地标描写，不仅可以描绘出武汉文化空间的分布，同时也能够形成一种作家独有的对物质实体

的一种原乡建构。这些散置在不同空间内的武汉地标也成为衡量城市生活的不同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样，在《武昌城》中

作家通过详细的历史史料展开对武昌城的历史反思。比如方方在其创作中所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



 

 3 

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东门，曾经有如此多的人在此长眠。”
[6](p61)

城市的历史变迁一

方面表明城市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则成为凝聚城市过往记忆的物质载体。 

第三，地方语言的雅俗杂揉。它建构了武汉作为方方叙事空间中文化原乡的地方符码。 

武汉方言对方方而言，并不是一门十分好学的语言。她认为武汉方言说起来并不好听，但机缘巧合听到陈伯华的武汉话以

后，她觉得这方言是很好听的，只是武汉人不屑于将它说好一些。武汉方言的语音是下沉的，音调也十分低沉，特别是一些带

有“脏话”味道的词语穿插其间，更会带来许多的阅读尴尬。不过方方却巧妙地运用武汉方言俚语塑造出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使他们跃然纸上。在《落日》中同样使用了大量方言俚语来表现人物的市侩与真实，比如成成与汉琴刚出民众乐园后遇到一阵

风的对话。汉琴说“搞么鬼事名堂?”成成回答说“闯到鬼了”，汉琴继续说“莫说得骇人，我晚上会做噩梦的。”
[7](p6-7)

这段对话

中出现的武汉方言俚语带有十分明显的市民气息。 

武汉方言不仅能够反映出地方文化的细枝末节，更成为了解城市经济文化面貌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武汉方言的粗陋，泼

辣的理解，应该基于对"武汉地方文化的熟悉与认同。文学文本中出现的武汉方言不仅让读者直观感受到语言的地方性，更能够

将武汉文化的主要特征即粗粝的市井气息表现得生动有力。所以，作家在观察日常生活的时候，也将其中最能够表现城市文化

的关键词进行了复现。 

武汉作为一个地理空间，可以通过地图或者图像等展现，但文化层面主要依靠它的地名，地标，以及市民气息的俚语方言

得以完成。这些不仅成为武汉历史文化积淀的实体，更成为作家重要的个人记忆，它贯穿了作家的生活经验与地方情感，它们

都凝聚在作家的文学叙事空间中。 

二、小人物:作为日常俗世的地方认同 

作家对于武汉的地方认同主要存在于其文本的叙事空间中。她一方面对作为生活空间的武汉产生了所谓的厌恶与摒弃，认

为小市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难以消融;另一方面她却在字里行间透着对武汉的地方文化的深刻印象，比如饮食或空间场所的

把握。所以，对方方而言，武汉作为一个地方认同的主体，主要通过文本空间的小人物得以展现。小人物的底层生活充斥着武

汉的在地性，同时小人物也运用了武汉文化的碎片构筑了一个世俗的武汉底层空间。 

日常俗世的地方认同主要成为方方表达对小人物在武汉特有文化空间的一种身份认同。这种地方认同主要集中表现为两个

方面:个体的庸常化和群体的市井化。 

第一，个体的庸常化。它成为表现出方方叙事空间中小人物对武汉的一种庸常化生活状态的认同。在她的小说《万箭穿心》

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李宝莉作为城市普通个体的庸常化生活状态不仅成为展现其生活逐渐堕入窘境的重要证据，更成为展现武

汉独有的汉正街扁担文化的一种文化认同。 

李宝莉与马学武本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的结合之初就是故事悲剧的导火索。李宝莉是武汉工人家庭出生的小

市民，马学武是农村飞出的金凤凰。武汉的大江大湖孕育了李宝莉超乎常人的耐心与勤劳，同时也带有十分鲜明的泼辣，世俗

的市民气息。当马学武出轨被抓的时候，《万箭穿心》给李宝莉的庸常化带来了更多的悲剧性。一方面是李宝莉无法摆脱城市鸡

毛蒜皮之下的婚姻悲剧，两个不同背景的人为了各自需要组成的婚姻注定是悲剧;另一方面李宝莉从争强好胜到忍辱负重的养家

责任，让她成为一个更加底层卑微的个体，彻底消除了其作为女性的女性特质与幸福可能性。作为在武汉生活的本土女人，她

并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光鲜亮丽，充满自由的选择人生的诸多可能性，她因一个看似迷信的房屋风水问题走向了个体的庸常化，

走向了被公婆/儿子嫌弃的边缘人形象，这一切都是她性格造成的结果，她的要强与霸道导致了她作为女性的生活悲剧。“自己

当年一念之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和人生，包括她自己。”
[8](p246)

如果在其他的小说中，人物本身带有一种改变命运不公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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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的话，比如《风景》中的七哥，《出门寻死》的何汉晴等，李宝莉则是完全被生活选择的边缘人，她的努力使她更加的卑微

与边缘，她无法弥补自己当初犯下的过错。公婆与儿子始终站在道德制高点，用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她的庸常与不幸，并没有

对她进行任何的救赎与认同。所以，李宝莉的悲剧更多来源于自己对庸常化生活状态的认同，以及个体庸常化无法改变的残酷

现实。 

《中北路空无一人》主要叙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退休工程师病倒住院，其下岗工人的儿子郑富仁特殊而又发人深省的一

系列事情。郑富仁被其小学同学金刚唤作“郑穷人”。下岗职工的身份成为分割其自我认同的重要标记。 

郑福仁对于母亲离世后，父亲的续弦行为产生了一种摒弃与厌恶。这种厌恶来源于其父亲对他生活的严苛。武汉重型机床

厂成为化解这种严苛与反叛的重要转折点。郑福仁对于父亲的崇拜来源于厂子的繁荣与鼎盛，这也同时带动了周围同学对他的

羡慕。“那壮观的场面引起了同学们一连串的惊呼。”
[9](p79)

但是伴随着时代的更迭与母亲的逝世，郑富仁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

的转变。 

生活的窘迫通过父亲入院后，他们夫妻为土鸡汤的对话可以知道，他们生活的拮据与艰难。在送土鸡汤到医院的途中，一

辆飞驰而过的卡车不仅将土鸡汤撞泼，更将郑富仁撞伤。从卡车上掉落的一个大麻袋便成为人性的试金石。郑富仁对于大麻袋

的态度变化充分说明了好人好事的两面性。一方面，郑富仁认为卡车司机应该赔偿他以及他的土鸡汤，自行车，所以将大麻袋

带回家当作抵偿。刘春梅作为其妻子在经过金刚的说法诱惑将大麻袋中的羊毛衫低价销售。这都说明了人性中的世俗性，下岗

工人的庸常化，他们有着人性的自私与现实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当父亲说教郑富仁需要认真地做一件事，起码做个好人的

时候，他决心去寻找这个大麻袋的主人并归还。他们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人性的善良。这些曲折的经历加深了对于下岗工人的

深刻认识，也塑造出武汉底层市民的市侩与善意的人性矛盾。第二，群体的市井化。它成为表达方方叙事空间中独有的市井阶

层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不同的生活阶层的群体的生活细节的展开，比如互相谩骂，为蝇头小利的钩心斗角等，作家表

现出武汉城市空间内底层群体的粗鄙与市井化。“武汉市民精神的特征就是火爆热烈的生存。”
[4](pl37)

同时她也刻画了知识分子面

对这种市井生活的一种被迫市井化倾向。 

在她的小说《风景》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群体生活的窘迫与无奈，以及在这种极端环境中的个人行为都代表了作为底层群

体的市井化。小说中描绘的十一个人即父母与儿女们全部都挤在球场街附近的“河南棚子”，一共就 13 平方米的板壁屋，一张

小床。作家这样的环境设计就为后来人物的命运转机提供了一个叙事背景。空间的逼仄，家庭人员的众多，环境的恶劣注定不

会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公平的对待，以及良好的成长环境。两个女儿在搭建的暗楼睡觉，儿子们则睡在地上，这种男女之间的成

长差异也为后来的人物性格变化做了铺垫。儿子迅速长大导致逼仄空间得更加拥挤，也形成了他们动物一样的生活秩序。七哥

睡在床下，遭受最恶劣的环境。他的这种生活境况来源于其父亲对他血缘的质疑。父权权威依然存在于底层群体之间，更加坚

固与难以摧毁。七哥 5 岁左右就开始捡破烂，捡烂菜叶，在家庭中没有得到过任何的温暖与关爱，这也促成了他的市井化性格

——见利忘义。对于这个生活在武汉市却十分贫穷的家庭而言，他们每一个人组成的“河南棚子”群体带有鲜明的人性劣根性。

打架，互相谩骂，粗俗的生活习惯，相互嫉妒等都成为非家庭的群体性争斗。父亲脾气暴躁对任何人都是拳打脚踢，母亲风骚

无比唯独对父亲忠诚，大哥经常吵架性格也十分暴躁，三哥打人有瘾充满了对女人的憎恶，五哥六哥也是无恶不作的坏孩子。

七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后抛弃了自己相恋两年的女友，转而投身到更好的利益上，娶了一个丧失生育能力却背景深厚的女人。

当七哥逃脱了这个小群体环境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摆脱底层命运，摆脱市井气息的有脸面的人。但是实际上骨子

里的那种鄙陋与市井早就深深扎根难以改变了。他回到那个残破的家里依然跟其他兄弟一样狂吼，一样的肆无忌惮的张狂谩骂。

所以，《风景》将一个家庭作为缩影展现出“河南棚子”区域底层生活的真实状态，更试图展现在武汉生活的更多类似的底层家

庭的市井生活的无可奈何。这种对底层群体的冷峻描写，以及赤裸裸的人性揭露都让武汉的底层生活带有浓厚的码头气息，市

井气味。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主要叙事机械厂女工瑶琴下岗后新的爱情故事。其中对于瑶琴的下岗描述充满了一种无意识的严

肃。当厂大会宣布下岗职工名字有她的时候，“瑶琴呆了。好多人都回头看瑶琴。”胃在作者随后的叙事中表现出两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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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琴的下岗成为其人生转折的关键点，也成为其失业游荡在家不断回忆与死去男友杨景国上班往事的重要契机。“下岗意味着什

么？意味着她从此没有了收入，意味着她被她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集体遗弃了，意味着工厂不要她了，意味着她从此是一个没有

用处的人了。”
[10](pl99)

对于瑶琴而言，下岗切断了她生存的物质基础，虽然有微薄的补助，但并不能够成为其享受生活的资本。

另一方面杨景国与瑶琴的爱情记忆全部都存在于那个厂子里。所以她作为下岗工人的庸常化便跃然纸上，她在乎生存的物质基

础，所以很讨厌斤斤计较的陈福民，因为陈老师总是认为瑶琴有足够的钱，不需要出钱做什么，所以从来没有为瑶琴花过钱。

在陈福民与瑶琴之间除了生理需要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情感基础或者共同爱好。底层工人的庸俗与市侩通过他们的所谓恋

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武汉文化包容许多方面比如码头文化，江湖文化，市井文化等，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而言，他们不论是作为悲剧故事

的个体，还是作为难以逃脱窘境的群体，都表现出了作家对底层文化的一些认同。“武汉的包容性和驳杂性仍然是有自己特色的

—它不像北京和上海那样具有包容世界(尤其是欧美)文化的大气，却自有鲜明的地方性，市井味。”
[ll](p68) 

方方通过对小人物的细致描摹，展现出生活在武汉的个体或群体对于武汉这座城市的情感认同，不论是自私，冷漠，嫉妒，

狂躁还是坚守，努力，宽容，善良都杂糅在作家的现实与想象的文学叙事空间内。日常生活的重复碾压了试图改变命运的普通

人的希望，它的庸常化将人物对于武汉的依恋逐步加深，形成一种难以反抗的个体悲剧；同样它的市井化则将人物对于武汉的

爱恨情仇表现得更加深刻，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群体生活缩影。 

三、大江大湖:作为情感联结的地方依靠 

人地关系的核心在于表现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它在文学叙事中主要表现为地域文化。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在人地关系中核心是情感联结，即人与地方之间特殊情感的联结。方方作品中的人与地方之

间的情感联结主要通过以上的两个部分展开，即武汉作为叙事空间的重要背景，以及小人物作为其叙事空间中核心主体。 

这种情感联结主要表现为小人物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庸常化日常生活，以及武汉的独有码头文化，市井文化的地方认同感。

对于方方叙事空间而言，情感联结主要来源于作家本身的人生经历，其次来源于她对于武汉本土文化的细心反思。所以，人地

关系中地方依恋的核心是情感联结，这在文学叙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值得研究。 

武汉作为长江流域中的一个重要交通枢流，不仅具有极强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这座城市

生活的人多带有极强的地域辨识性。所以，长江成为贯穿其历史变迁甚至影响个体生活的重要对象之一。江城的历史记忆伴随

着不同年代生活主体的情感变化展现出这座城市的地方历史演变。江城中最为重要的历史对象即:长江，东湖。大江大湖是对武

汉这座城市作为直观的印象，也成为方方笔下出现频繁的叙事对象。 

第一，长江作为情感投射的镜像意义，对它的叙事展现出作家的江水眷恋。 

在小说《暗示》中，作家将自己出生地南京与武汉通过长江贯穿成了女主人公叶桑的情感投射的镜子。叶桑内心的情感变

化通过作家对江水的描写而显得与众不同。方方着重描写了两次重要的江水场景即第一次是叶桑怀疑自己的丈夫邢志伟背叛后

的出门乘船顺江而去;第二次是叶桑经历了自己身体出轨与清楚父亲的感情悲剧后乘船过江返家而来。 

第一次对江水的描写充斥着一种情感上的失落与无奈,“船过之处，像一把锐利的刀，将平展的江水开肠剖肚。”
[12](p5)

文中

的“开肠剖肚”将叶桑离开家的失落，以及发现丈夫背叛的一种痛苦心情展现出来，此时的江水成为映射出其情感变化的镜子。

伴随着叶桑回家后看到江水，江水成为一个指引情感归属的标记。“船在她意识空白中到达了汉口。当叶桑看到了龟蛇两山和江

汉关的大钟时，一刹那间竟有些惊愕。”
[12](p7)

在无意识之间，叶桑随江水乘船回到武汉，回到了情感归属地——武汉。长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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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指引将其带到了娘家。 

第二次对江水的描绘则是蕴涵复杂的情感内容，叶桑经历了自己身体的出轨，消解了其对邢志伟的耿耿于怀，却加深了对

自己情感方向的迷失。“轮船单调的马达声使得江面上越发显得空寂。”
[12](p37)

叶桑并没有离去的悲伤，更没有返家的兴奋，而是

在平静中回味这趟旅行的荒唐。所以，“叶桑在凝视着这种燃烧时觉出自己的燃烧。燃烧的身体几欲呈现升腾之势。她无法直视

这燃烧的天空，因为她恐怕自己会在这燃烧中化为灰烬。”
[12](P39)

作家在描述江水之外将早上初升的太阳比做叶桑的情感，这情感

虽然经历了身体的出轨又被激活，却无法逃脱江水的滚动。所以，江水在此时形成了一种情感变化上的对比参照，揭示出叶桑

作为女人的内心挣扎与期待。 

作者对于江水的描写展现出女人如水的情感变化，这种情感通过江水形态的变化展现出新的地方记忆即叶桑对于自我寻找

的江水隐喻，所以长江成为小说《暗示》展现情感投射的重要镜像。 

第二，东湖作为精神愉悦的社会意义，对它的叙事展现出作家对生命感受力的重视。 

对于东湖的描绘，尤其是东湖附近东亭的社会记忆主要集中在其小说《声音低回》中，小说描述的主人公巴里即阿里在失

去母亲后习惯听哀乐，东湖成为化解这个生活难题的去处。作者在小说之初曾经介绍过东亭的地理位置“徜说东湖路和迎宾大

道两者形成钝角，博物馆和美术馆便是这钝角尖上左镶右缀的两颗明珠。”
[13](P8)

随后，东亭便以对比的参照物出现在读者面前“而

东亭，便深藏在报社背后，像是胆怯地蹲在大楼的阴影之下。”
[13](P8)

这样的叙事基调表现出阿里生活空间的底层性。 

地方依恋在人文地理研究中除了对地方认同的关注，更多是对休闲设施给人带来的心情畅快的地方依赖。东湖作为一个 5A

级的风景旅游区在小说《声音低回》中同样带给了罗爹爹以及众多附近晨练居民的精神愉悦感。 

作家在描绘东湖的时候，将东湖作为罗爹爹精神愉悦释放的重要场所予以叙述。“罗爹爹练拳的树林边，已经有好几个爹爹

婆婆在活动。东湖人少地旷，四下空气新鲜，是晨练的好地方。四周的居民得此利，喜欢来此锻炼。”
[13](p75)

这是直接对东湖作为

休闲场所的描写，另外也通过罗爹爹的间接言说表达出东湖作为人精神依赖的重要证明。“是呀，每天不练几下，浑身不舒服。”
[13](p55)

以及罗爹爹之子的佐证“天太冷了，我叫爸爸莫去东湖，他非要去。说是练惯了，不去不舒服。”
[13](p71_72)

这些都说明了生活

在东湖周边的人们对它有一种天然的身体依赖，以及一种深厚的精神依赖。麦克•杰克维兹(Michal Jaskiewicz)认为公共空间

是城市日常生活中一个关键部分，它的质量和美学值得特别关注。这种公共空间的美学价值是形成它重要质量的关键，它直接

影响人们身处其中如何感受，如何接受它。对于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而言，他认为“地方依恋是一个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的积

极因素，它能够传递与表现出一个人对自身居住区的自豪感。”
[14](p573_578)

 

对于作家本人而言，武汉也成为一种情感依赖。“我觉得这个城市对我而言，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5](p73)

文学

叙事空间中的地方，比如方方叙事空间中的武汉，它不仅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更作为一种带有作家与之相关的浓厚感

情的依恋对象。文学恋乡不仅是一个文学创作绕不过去的母题，更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叙事对象。方方对于武汉的依恋，形成

了一种文学书写中独有的地方感，即通过阅读作家的地方特色鲜明的文本可以引起对真实地方的想象与感受。这种地方感在人

文地理学研究中早已被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个人对特定的地方赋予了特殊意义，而使得个人与之产生正向情感联结并希

望与该地方维持长久的紧密联结，这样便使得这个地方具有了精神层面上的意义，产生了地方依恋。”
[16](p586)

 

对于文学叙事空间中的地方依恋而言，它必须与地方感和地方认同予以区分。对于地方依恋而言，精神上的原乡返归不仅

代表着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孤独与异化，更代表一种物质与精神分裂的不可抗拒的现代性分裂。对于方方的文学叙事空间而言，

她对武汉的感情既是迷恋的，又是厌倦的，这种复杂的情感促成了她对于武汉生活空间的细碎解读，也形成了她雅俗共赏的文

学文本创作。文学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作家对于生活的感受，尤其是在不同的生活空间的日常经验感受，充分表明了

一种作家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依恋。这种对于熟悉生活场景的把握与写作，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阻碍了作家表达生活的更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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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 

四、结语 

作家在自己生命旅程中的大部分时间身心都会停留在一个熟悉且依恋的地方，这个地方对于作家而言就是物质家园，精神

原乡。但是这种过于熟悉的生活往往会遮蔽作家对于宏观生命的多样化体验。虽然行走或田野采风可以弥补作家体验生活的局

限性。对于书本的间接地方经验的阅读，以及身心短暂的别处之旅都无法摆脱作家对地方依恋的狭小视野。当作家写完了熟悉

的生活场景，看透了身边的日常轨迹，便会出现一种对地方依恋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在文学叙事中就是文风转变。方方对于

武汉的城市生活的写作多集中于 80-90 年代之间，纵观近几年其作品具有一种明显的返乡意识，将写作场景及视角安排在农村

与更加多元的文化层面，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水在时间之下》以及最新备受争议的《软埋》等。作家的这种写作转变

一方面来自作家本身的身心需要，年龄与阅历的不断深化促成了对文化层面的多元思考，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对熟悉地方的反

抗，期待能够挖掘非惯性的新经验与视角。所以，面对地方依恋在文学叙事空间中的存在，研究必须始终保两面性的态度，既

看到地方依恋为陌生读者提供的一种文化文本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则看到地方依恋带来的熟悉感所限制作家更多创作可能的

局限性。 

综上所述，文学叙事空间中地方依恋不仅应该成为透析作家精神原乡的方式，更能对具有鲜明地方书写色彩的作家比如方

方的创作进行一种新视角的解读。地方依恋不仅是来源于人地关系的衍生物，更成为现代性在文学空间嬗变后的一种结果。对

于失去精神家园的个体，寻找并依托精神原乡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使命。方方对于武汉的书写，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但却又扎根在现实生活空间的细节中，对于这种“新写实主义”的地方依恋更具有一种文化层面的归属感。所以，地方依恋对

于文学叙事空间而言，不仅来源于作家的生活经验的表达，更成为展现底层小人物生活风貌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文学叙事

空间中的地方依恋也成为方方对武汉进行书写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地方依恋并不是在单一的学术语境中被营造的关键词，而是一个跨学科的重要学术对象。文学叙事的作用同样也能

够佐证地方依恋的知识合法性。“符码本身对思想和感觉的回响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力量，因为这些力量决定于一个互动密合世界

的存在。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符号与标记没有差别。”[17 胃所以本文分析方方的叙事空间中的地方依恋也成为具有现实意义

的，对于同类型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相关的文本解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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